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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
1996—2024

张吉鹏 陈 翥*

:户籍改革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缺乏对2016年之后户籍改革重要进展的量化分析。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地方落户政策构建了332个城市1996—2024年的

落户门槛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城市落户门槛的加权均值从1999年的98.8%逐

步下降到了2024年的12.6%,在2001年和2015年经历了快速下降。城市级别

越高,则落户门槛越高、下降越慢。城市落户门槛与老龄化和经济开放度显著负

相关,与城镇常住人口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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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户籍制度改革是建立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

措。中央政府从1997年实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开始,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①,不
断减少落户限制(张吉鹏和卢冲,2019)。城市层面②的落户政策的出台时间和改革力度

都存在差异,且并不完全跟中央政策对应,简单以城市人口规模作为基础去评估户籍改革

的影响有缺陷(Wangetal.,2023)。2016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持续快速推进,很多城市

的落户条件已不涉及“投资”“纳税”“购房”,更多集中于学历、年龄、合法稳定就业以及合

法稳定住房。已有文献中,利用现成的人口数据计算得到的户籍管制代理变量无法代表

真实的落户门槛,而基于不同城市的落户政策来量化得到的城市落户门槛都未能反映

2016年以后的户籍改革的重要进展,也缺乏长时期的面板数据,本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

空白。
本文同时结合2000—2020年历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1996—2024年332个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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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政策文件,充分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人口信息和落户政策中的落户要求,以基期

332个城市的存量流动人口中符合落户条件的人数的占比来量化各城市历年的户籍开放

度,进而得到其落户门槛。研究发现,在1996—2024年间,城市落户门槛的加权平均值从

1999年的98.8%逐年下降到2024年的12.6%,除了一线城市之外的地方在2014—2024
年间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快速下降。城市级别越低,每年对应的落户门槛也越低,落户门槛

下降得也越快。截至2024年6月,超过92%的城市的落户门槛值已经低于20%,实现了

低门槛;仍有9个大城市的落户门槛值高于50%。已经在全域实现低门槛落户的省级行

政单位有17个。该指标与各项户籍管制代理变量和现有的各项落户门槛指数都显著相

关。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落户门槛与基期的老龄化程度、经济开放度、第二产业比重、
中小学师生比显著负相关,与基期的出生率、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常住人口数显著正

相关。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户籍制度改革在2016—2024年间有重大进

展,但是尚无研究系统分析过这一时期的变化。本文构建的长面板数据能够反映2016年

之后的情况,所覆盖城市数量和时间跨度都有重要拓展。(2)在方法上,现有文献中的分

类和量化分析不适应新的政策,比如2016年以后很多城市的落户条件已不涉及“投资”
“纳税”“购房”,沿用已有的方法会导致大量缺失,也难以构建时间上一致统一的指标。本

文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户籍政策,以基期332个城市的存量流动人口中符合落户条

件的人数的占比来量化各城市历年的户籍开放度。(3)户籍改革的量化分析能为相关实

证和数量分析提供关键的基础数据,可以用于更深入地开展关于移民、城镇化、教育、就业

和收入分配等研究,特别是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重要变化。(4)基于新构建的指

标刻画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动态演进和当前的空间差异,为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发展现状

和改进方向提供了启示。(5)分析了新指标与以往指标的相关性,并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

落户门槛的影响因素,为探究户籍政策的内生性提供了启示。

二、文献回顾:户籍管制代理变量与城市落户门槛指标

已有研究通过两类方法来衡量户籍管制程度。第一类是利用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反映

户籍管制程度的代理变量(蔡昉等,2001;邓可斌和丁菊红,2010;汪立鑫等,2010;丁菊红

和邓可斌,2011;邹一南和李爱民,2013;李拓等,2016;陆万军和张彬斌,2016;刘修岩和

李松林,2017;张坤领和刘清杰,2019)。但代理变量本身是受到户籍政策影响的均衡结

果,此外代理变量更多反映“迁移摩擦”,而迁移摩擦还包含除了落户限制以外的其他成本

(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
第二类是基于不同城市的落户政策来量化城市落户门槛或户籍开放度①,其总体思路

都是先赋值,然后计算得到一个综合指标。在第一步赋值阶段,已有研究的赋值规则各不

相同,比如同样针对本科学历落户,有的赋值16(张吉鹏和卢冲,2019),有的赋值2(孙文

凯等,2020)。此外,这些赋值方法没有考虑同时满足多种要求的情况,比如尚无研究考虑

① 附表A2呈现了相关研究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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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落户中不同的年龄限制和居住年限要求,一般而言,研究生年龄和居住年限的要求要

低于本科和大专生。现有方法对落户政策细节的考虑还不够,也无法横向比较不同类型

的落户要求对应的落户门槛,比如买房落户和研究生学历落户。在第二步计算阶段,简单

的方法包括直接相加(Fan,2019;Tian,2024)或直接相乘(Wangetal.,2023),较为复杂

的计算方法包括投影寻踪法等(张吉鹏和卢冲,2019),还有的研究使用了机器学习法

(Tian,2024)。从时间上来看,有的研究只反映某一年或某一个时间段的落户门槛(吴开

亚和张力,2010;吴开亚等,2010;刘金伟,2016;孙文凯,2017;Wangetal.,2023),有的

只反映两个时间段的落户门槛(张吉鹏和卢冲,2019),只有少数研究构建了面板(Fan,

2019;孙文凯等,2020;Tian,2024),但时间跨度也较短,且都没有反映2016年之后的情

况。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提出了全新的量化方法,创新性地拓展了户籍改革进展的研

究,不仅分析了中国地级市层面2016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而且构造了能够广泛

用于实证分析的面板数据。
具体而言,本文在方法上比已有文献有如下改进:(1)已有指标未能捕捉到落户政策

的各种细节。在有些落户政策中,同一群体在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区县的落户条件不同,不
同群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是否是农业户口、是否是省内户籍、是否是市内户籍,等等)
在同一城市的落户条件也存在差异。本文的方法基于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所有信息可以

考虑各种定量限制(比如居住年限、年龄要求、住房面积要求、购房金额要求)和各种定性

要求(居住地要求、学历要求、住房性质、就业要求,等等),也可以克服现有方法无法横向

比较不同类型落户要求的局限,还可以量化同时满足多项落户条件的情况(比如要求同时

满足居住、就业和学历等条件)。(2)已有指标不能反映潜在的空间和时间差异。从空间

差异上看,同样是合法稳定就业落户或合法稳定住房(含租赁)落户,不同城市的落户门槛

实际上有差异,因为各地的就业机会和居住成本各不相同。从时间差异上来看,同样的落

户要求在不同时期对应的门槛可能也不同,以本科学历落户为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
拥有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在2020年比2000年更容易在要求本科学历才能落户的城市落

户,对应的落户门槛也更低。本文基于基期存量流动人口中符合落户条件的人数占比来

构建反映落户政策的指标可以捕捉到这些差异。此外,本文利用存量流动人口的量化方

法也符合中央的政策精神,中央要求“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①。(3)已有文献没有对积分落户的门槛进行较好的

量化(孙文凯等,2020)。本文可以较容易地量化积分落户,且可以区分有名额限制和没有

名额限制,还可以量化部分城市实行双轨制(积分落户和条件落户并行)对应的落户门槛。
落户门槛指标或户籍管制代理变量被广泛用于研究户籍改革的各种影响,包括对城

市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支(邹一南和李爱民,2013;陆万军和张彬斌,2016;张坤领和刘

清杰,2019)、公共服务供给(李拓等,2016)、流动儿童或随迁子女(魏东霞和谌新民,

2018;邹杰玲和王玉斌,2018)、劳动力回流(张吉鹏等,2020)、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王军鹏

和谭诗文,2022;王蓉和黄桂田,2022;谢贞发和韩萍,2023)、人才流动和产业创新(宋弘

等,2022)、创业决策(李五荣等,2022)、流动人口健康(张开然,2023)、低技能劳动力流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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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润霖等,2023)等的影响。少量文献研究了户籍管制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均粮食产量

(蔡昉等,2001)、财政分权度和人均科教支出(丁菊红和邓可斌,2011)、出口冲击(Tian,

2024)、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等(Wangetal.,2023)。此外,有关户籍改革的结构估计涉及

流动成本等与落户门槛相关的关键参数(梁琦等,2013;朱江丽和李子联,2016;刘修岩和

李松林,2017;周文等,2017;Fan,2019;宋扬,2019;Siegetal.,2023;郭冬梅等,2023;
韩润霖等,2023;黄文彬等,2023;吴涵和郭凯明,2023),本文的指标有助于开展2016年

之后关于户籍改革影响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结构估计。

三、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①

(一)数据

本文从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系统搜集了中央政府、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各城市1996—2024年6月2日所有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通过地方政

府官网、公安局官网和官方新闻报道予以补充。对于某一年没有出台落户政策的城市,则
沿用前一年的指标值。如果文件中有类似“之前文件均废除”这样的表述,则不再考虑之

前的落户政策,否则延续之前的政策。如果在中央和省级政策出台后三年,某个下辖城市

都没有出台户籍改革文件,那么综合参考相邻地级市的政策和省级政策。这些处理方法

与已有研究 (孙文凯等,2020)类似。针对2001年开始施行的小城镇落户政策,如果某城

市自己没有相关文件,也没有省级文件,那就以中央政策出台时间和要求为准。本文不量

化居住证获得门槛,详见附录Ⅱ的说明。
国家统计局 北京大学数据开发中心提供的2000年、2010年、2020年的人口普查微观

数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称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有助于

识别出存量流动人口(市内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和跨市流动人口)。这些数据还提供了丰富

的人口学信息,包括人口居住地类型(城区、镇和乡村)、就业、住房、学历、迁移原因和离开

户口登记地时间等信息,有助于识别出符合落户条件的存量流动人口。

(二)数据处理和量化方法

在空间界定上,有些城市的落户政策会区分不同区县,特别是区分市辖区和市辖县

(或县级市)。本文所用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只有2020年数据有区县的行政区划代码,其
他年份数据无法直接区分区县。幸运的是,所有数据都区分了城区、镇区和乡村,这有助

于间接区分不同区县。本文首先删除所有乡村的样本,然后近似将县、县级市和小城镇与

镇区对应,将市辖区与城区对应。
本文结合历年落户政策和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来计算每个城市c在t年的城市户籍开

放度hkopenct:

hkopenct=
Qct

Mc,t0
×100%, (1)

① 限于正文篇幅,本部分更多的细节说明和举例说明详见附录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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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c,t0代表城市c在基期t0 年份中居住在该市城镇的存量流动人口,如果在t0 之后

的某年t出台了一项落户政策,那么Qct就是Mc,t0中满足第t年落户条件的人数,Qct越接

近Mc,t0,意味着符合落户条件的人数越多,城市户籍开放度就越高,落户门槛就越低。城

市c在t年的落户门槛值hkthresholdct可以表示为:

hkthresholdct=100%-hkopenct. (2)

具体而言,Mc,t0包括市内农业流动人口和跨市流动人口之和,其中市内农业流动人口

为“人户同市,有农业户口,现住城镇,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跨市流动人口为“跨
市流动或跨省流动,现住城镇,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对样本进行以下筛选:限定

年龄为15—64岁;删除户口待定的和在校学习的;删除五年前、一年前或者调查时居住地

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只保留流动原因是务工经商或拆迁搬家的,不考虑随迁、投亲靠友和

寄挂户口等其他流动原因。最后利用人口抽样比近似计算得到某城市c在t0 的存量流动

人口总量。

对于Qct,根据城市c在t年的落户要求计算Mc,t0中满足落户要求的人数。如果只有

积分落户且限定数量,那么Qct等于当年积分落户人数,比如北京市约6000人。此处北京

的落户门槛只考虑了积分落户因素,未考虑公务员招录、国企或者重点企业招录、军人转

业和家属投靠等落户渠道,由此计算得到的落户门槛为非京籍常住人口所面临的落户门

槛。如果积分落户没有限定人数,则Qct等于当年实际落户人数。如果某城市实行双轨制

(积分落户和条件落户并行),那么用满足落户要求的人数除以抽样比的数值再加上当年

实际积分落户人数来作为Qct的近似估计值。积分落户人数来自各城市公安局网站、各城

市本地宝等网站公开信息。随着落户限制的放松,基期存量流动人口中符合落户要求的

人数的占比就会上升,可以直观反映户籍开放度的动态变化。本文不考虑指标“准入制”
落户,比如公务员和国企招录等,因为指标“准入制”直接将户籍指标发放给符合条件的用

人单位(宋扬和张文凯,2022),这在全国都比较统一,基本能确保落户。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避免分子和分母是市场均衡的结果,本文的分析利

用每项政策颁布前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来量化,因为基期的存量流动人口数Mc,t0并不

会随着之后的落户政策和人口迁移而发生改变。本文具体对t和t0 的关系做如下设定:

如果t∈[2000年12月,2010年11月],那么t0=2000;如果t∈[2010年12月,2015年11
月],那么t0=2010;如果t∈[2015年12月,2020年11月],那么t0=2015;如果t∈[2020
年12月,2025年11月],那么t0=2020。对1999年1月到2000年10月的政策,利用

2000年的数据,删除“户口登记地在其他县,并且1999年及之后来本乡镇街道居住的”人
口,从而得到1998年各城市的存量流动人口样本,即如果t∈[1999年1月,2000年10
月],设定t0=1998。

(三)量化偏误分析

受限于人口普查数据的信息不完全,直接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构建长面板数据来

进行量化存在低估和高估两个方向的偏误。
其一,低估户籍开放度。一方面来自低估分子Qct,主要因为没有考虑各地通过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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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企招录落户、军人转业落户、投靠落户、近亲属落户、投资或创业落户、职称落户、特殊

人才落户、重点行业或企业职工落户、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年限互认落户、界定不清的

高层次人才落户。另一方面来自高估分母Mc,t0,因为一部分存量流动人口可能没有落户

需要,但人口普查并未询问落户意愿,详见附录Ⅲ的讨论。

其二,高估户籍开放度,主要来自高估分子Qct。有以下原因:(1)对合法稳定就业,未
考虑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城镇社会保险,而把所有有工作的都视为合法稳定就业,因为

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都没有相关信息。此外,无法识别劳动力是

否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就业。(2)对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未考虑所租住房是否在住建

部门登记备案且经过房东同意,而把所有租房都视为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为了尽可

能减少偏误,对合法固定或稳定住所进行了详细分类处理,详见附录Ⅳ。(3)对年限要求,
假定在本市居住年数约等于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年数,并且用居住年数近似代替就业、社保

和买房年数。此外,考虑到居住证获得门槛较低,近似认为存量流动人口都已获得居住

证。(4)对大学毕业生,无法识别其所就读高校是否在本市。
综合来看,两种方向的偏误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因此仍是目前对落户政策的较

为全面客观准确的一种量化。其中最大的量化偏误可能来自没有考虑城镇社会保险。为

了评估其偏误程度,本文使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15年12月至2020年

11月各城市考虑了城镇社会保险的户籍开放度hkopen_adj2015ct,因为只有该数据区别

了四种养老保险。本文将合法稳定就业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参加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绑定,排除城镇(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性分

析发现,hkopen_adj2015ct与原始的hkopenct在1%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达

到了0.9072,p 值为0.0000,这说明忽略养老保险导致的偏误可以接受,详见附录Ⅴ。此

外,为了获得所有年份的修正值,尝试利用各地城镇养老保险参保比例rct乘以分子Qct来进

行修正,得到所有年份修正的户籍开放度指标hkopen_adjct和落户门槛hkthreshold_adjct,修
正前后指标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678,p 值为0.0000,详见附录Ⅴ。

(四)新旧指标的对比

新旧落户门槛指标的相关性如表1的PanelA所示,其中2000—2013年和2014—

2016年的新指标分别取均值。新指标与旧指标都在1%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中

与张吉鹏和卢冲(2019)的2014—2016年的落户门槛值的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达到了

0.7101,p 值为0.0000。
表1的PanelB进一步分析了新指标与户籍管制代理指标的相关性。考虑到有些指

标的局限性(张坤领和刘清杰,2019),本文仅考虑其中三个指标,并且增加了2000—2010
年和2010—2020年常住人口对数值变化这个指标。结果显示,落户门槛均值与这些代理

指标都在1%置信度水平上显著相关,且在2010—2020年间的相关性更高,p 值大都为

0.0000。落户门槛与户籍率显著负相关、与流动人口比率显著正相关,说明高门槛城市存在

较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落户门槛与10年末迁入人口占比和10年间常住人口对数值的

变化量都显著正相关,说明高落户门槛城市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



第6期 张吉鹏、陈翥: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1996—2024 1787 

表1 新的落户门槛指标与现有落户门槛指标、户籍管制代理变量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指标 时间 相关系数 城市数量 样本量

PanelA:现有落户门槛

吴开亚等(2010) 落户门槛 2010
0.5487***

(0.0001)
46 46

刘金伟(2016) 落户门槛 2015
0.5152***

(0.0000)
63 63

孙文凯(2017)

(层次分析法)
落户门槛 2016

0.6154***

(0.0030)
21 21

张吉鹏和卢冲(2019)

(投影寻踪法)

落户门槛 2000—2013
0.3108***

(0.0006)
120 120

落户门槛 2014—2016
0.7101***

(0.0000)
120 120

Fan(2019) 落户门槛 1997—2010
0.5036***

(0.0000)
325 4550

孙文凯等(2020) 落户门槛 2010—2016
0.2174***

(0.0000)
286 1890

PanelB:户籍管制代理变量

邹一南和李爱民(2013)

张坤领和刘清杰(2019)
10年末户籍人口与常住

人口之比(户籍率)

2001—2010
-0.2505***

(0.0000)
332 332

2011—2020
-0.5704***

(0.0000)
332 332

陆万军和张彬斌(2016)
10年末流动人口与户籍

人口之比(流动人口比率)

2001—2010
0.2200***

(0.0001)
332 332

2011—2020
0.5623***

(0.0000)
332 332

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
10年末迁入人口与全国

迁入人口总和之比

2001—2010
0.2571***

(0.0000)
332 332

2011—2020
0.5459***

(0.0000)
332 332

本文新构建
10年间常住人口

对数值变化

2001—2010
0.2682***

(0.0000)
332 332

2011—2020
0.4687***

(0.0000)
332 332

  注:括号中数值为p 值。*p<0.1,**p<0.05,***p<0.01。PanelB中,2001—2010年、2011—2020年对应该时间

段内的落户门槛均值。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1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0年中卫市的数据由吴忠市的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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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户门槛的动态演进、现状和影响因素

(一)落户门槛的动态演进

从1997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开始,各城市陆续推进户籍改革。以各城市历年

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数之比作为权重①,中国332个城市的落户门槛的加权平均值如

附图A1所示。城市落户门槛加权均值从1999年的98.8%开始逐年下降,在2001年和2015
年左右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1999年到2003年,落户门槛值从98.8%降为69.0%,降
幅达29个百分点,这主要与2001年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有关;从2014年到2016年,落户

门槛值从47.7%降为30.5%,降幅达到17.2个百分点,这主要与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有

关。在时间维度上,该量化指标所反映的趋势与中央出台户籍改革政策的变动基本一致。
到2020年,落户门槛加权均值已不足20%,到2024年已经降低到12.6%。

根据《第一财经周刊》发布的《2016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对城市的划分结果,把
城市分为六类(张丽萍,2020)。图1描绘了落户门槛均值的变化。城市级别越低,历年的

落户门槛也越低,下降得也越快。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一直处于高位,其他城市的落户门

槛在2001年之后两年内和2014年之后两年内都显著下降,这些变化基本符合中央要求和

现实直觉。各类城市在2014年、2016年和2024年的户籍开放度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2
所示。

图1 中国六类城市的落户门槛的平均值(1996—2024)

① 常住人口数据详见附图A1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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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类城市在2014年、2016年和2024年的城市户籍开放度的描述性统计

年份 城市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PanelA:一线城市

2014 4 0.900 1.690 0 0.080 3.440

2016 4 3.360 6.480 0.080 0.150 13.09

2024 4 5.840 6.110 0.190 5.020 13.13

PanelB:新一线城市

2014 15 21.76 16.23 0.750 22.14 52.15

2016 15 34.98 23.29 2.600 28.80 80.83

2024 15 69.86 27.16 22.90 72.39 99.37

PanelC:二线城市

2014 30 36.73 27.94 0 27.66 96.63

2016 30 55.22 28.90 5.240 61.77 96.63

2024 30 91.12 14.73 50.09 99.05 100

PanelD:三线城市

2014 70 60.41 27.52 0 59.22 100

2016 70 80.99 19.67 16.10 86.21 100

2024 70 95.71 9.480 42.37 98.70 100

PanelE:四线城市

2014 90 66.92 25.68 0 74.40 100

2016 90 84.21 15.05 15.27 87.90 100

2024 90 97.37 4.720 76.09 99.38 100

PanelF:五线城市

2014 123 55.13 27.36 0 55.88 100

2016 123 79.79 24.34 0 86.66 100

2024 123 98.73 3.480 76.92 100 100

PanelG:全部城市

2014 332 55.62 29.17 0 58.54 100

2016 332 76.08 25.78 0 84.38 100

2024 332 94.61 14.58 0.190 99.52 100

2016年以来,城市落户门槛持续下降,主要体现在增加了落户选项(比如放开购房落

户)、降低了定量限制和学历门槛,有些城市直接取消了所有限制。各类城市中的代表性

城市的落户政策如附表A3所示。对一线城市,北京还维持每年6000人的积分落户;广
州市在2019年放开了人才落户(允许50岁以下博士、45岁以下硕士、40岁以下本科落

户),且积分落户人数也从2016年的6000人增加到2023年的13000人。对新一线城市,
以苏州市为例,2017年还有较为严格的定量限制,但到2024年不仅降低了年限要求,还放

开了购房落户。对二线城市,温州市在2018年仍有较为严格的年限限制(缴纳社保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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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但到2022年社保年限只要求6个月,并允许35岁以下中专

学历落户。对三线城市,鄂尔多斯在2017年要求居住满3年,而到2019年,内蒙古要求各

城市对存量流动人口取消所有落户限制。对四线城市中的六安市,2016年允许合法稳定

住房落户,2021年还增加了“合法稳定就业”的落户选项。对五线城市的玉林市,2016年

要求在城区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且满1年,2019年取消了各种限制。

(二)落户门槛的现状

建设全国劳动力统一大市场要求不断降低落户门槛。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

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依法纠正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现象”,“打破户籍、地域、身
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

点总体方案的通知》要求,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由于户籍开放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孙文凯等,

2020),因此本节基于城市落户门槛值来看2024年全国各城市和各省级行政单位的户籍

改革的现状,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本文把落户门槛值不超过20%界定为低门槛。表3展示了2024年(截至6月2日)

全国332个城市的落户门槛值的分段分布。48.49%的城市已经实现了完全零门槛落户,

82.83%的城市的落户门槛值都低于5%,超过92%的城市的落户门槛值都低于20%,实现

了低门槛落户,对这些城市而言,户籍管制已经基本不再是阻碍劳动力市场化配置的主要

障碍。超过97%的城市的落户门槛值都低于50%。

表3 2024年中国332个城市的落户门槛值的分段分布

落户门槛值(%) 城市的数量 城市累计数量 占比(%) 累计百分比(%)

0 161 161 48.49 48.49

(0,5] 114 275 34.34 82.83

(5,20] 33 308 9.94 92.77

(20,50] 15 323 4.52 97.29

(50,100] 9 332 2.71 100

  注:截至2024年6月2日。下同。

仍有9个城市的落户门槛值高于50%,如图2所示,其中右侧4个城市的落户门槛值

仍高于85%。这9个城市落户政策的现状为:(1)北京仍实行严格的积分落户政策。上

海、广州、深圳实行较为严格的居转户落户或积分落户政策,同时搭配较为严格的人才落

户政策。天津在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同时,已放松了滨海新区的人才落户。(2)厦门市和

中山市仍有比较严格的学历要求和定量要求,包括年龄和居住年限。(3)杭州市和苏州市

在实行积分落户的同时,还放松了人才落户,并且于2024年开始允许购房落户。目前杭

州还全面放开了市辖县城镇落户。
落户门槛值在20%到50%之间的城市的落户政策的现状是:(1)大部分准许中专学历

落户,或还有一些较为宽松的定量要求,比如年龄和居住年限;(2)有些城市的落户要求看



第6期 张吉鹏、陈翥: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1996—2024 1791 

似比较宽松,但是对部分经济欠发达城市仍然不是很友好,比如青海玉树和四川甘孜这样

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在市辖区要求合法稳定就业、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即可落户,但
满足条件的人数占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可能也跟样本量较小有关;(3)首都周边区县

的落户要求仍然较为严格,比如廊坊。落户门槛值在5%到20%之间的城市的落户政策的

现状是:(1)基本取消了所有定量规定,即使有也非常宽松;(2)对市内不同区、县级市和县

还进行了划分,比如2020年石家庄市对县级市实行“单稳”落户政策(合法稳定就业或合

法稳定住所),对市辖区实行“双稳”落户政策(同时满足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
(3)已经实行了“单稳”落户政策,要么合法稳定就业,要么合法稳定住所,但可能只提了其

中一项,这种落户条件对应的落户门槛值大多低于20%。落户门槛值低于5%的城市基本

可以视为零门槛,其特征是:(1)只要满足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之一即

可;(2)只要有落户意愿就可落户,实现真正的零门槛。

图2 2024年中国高门槛城市的落户门槛值(高于50%)

分省来看,截至2024年6月2日,已经在全域实现低门槛落户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

共有17个,其内部可以被视为基本实现了统一大市场,而其他省份还不能视为实现了省

内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仍存在一个或者多个未实现低门槛的城市,具体如表4所示。其

中,广东省有3个地级市(广州、深圳、中山)的门槛值仍高于50%,5个城市的门槛值在

20%到50%之间。

表4 2024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落户门槛情况

全域(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落户门槛的现状 数量 具体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

全域已实现低门槛 17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山东、河南、广西、

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还存在一个地级市未实现低门槛 7
河北(廊坊)、浙江(杭州)、安徽(合肥)、福建(厦门)、湖北

(武汉)、湖南(长沙)、青海(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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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域(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落户门槛的现状 数量 具体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

还存在两个地级市未实现低门槛 3 江苏(南京和苏州)、海南(三亚和海口)、四川(成都和甘孜)

还存在八个地级市未实现低门槛 1
广东省(广州、深圳、中山,均高于50%)

广东省(惠州、珠海、佛山、东莞、江门,均为20%—50%)

全域还存在高门槛 3 北京、上海、天津

综上所述,全国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还没有完成,因为仍存在部分城市落户门槛

较高的情况,而这些城市主要是经济发达城市,常住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都较多。如表5
所示,2020年9个高门槛城市的总GDP占全国GDP的18.5%,跨省迁入人口占全国跨

省迁入人口总数的37.1%。

表5 2024年高门槛城市各项指标占全国总数的比例 单位:%

年份 GDP占比 总人口占比
本县市或本市市区

迁入人口占比

本省其他县市或市区

迁入人口占比

外省迁入

人口占比

PanelA:9个城市

2000 18.13 6.1 10.3 16 35.7

2010 19.31 7.9 7.3 15.9 41

2020 18.5 9.3 5.7 12.8 37.1

PanelB:27个城市

2000 28.63 13.1 19 32.1 60.2

2010 30.78 15.8 14.9 31.7 61.3

2020 30.58 18.4 12.2 27.4 55

  注:PanelA的9个城市的hkthresholdct仍高于50%,这9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厦门、苏州、杭

州、中山。PanelB的27个城市的hkthreshold_adj2015ct仍然高于50%(2000年迪庆的GDP缺失),详见附录Ⅴ。

数据来源:GDP数据来自CEIC。人口数据来自历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三)落户门槛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落户门槛的影响因素,需要聚焦户籍改革的政策动机和现实约束。2011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职

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更严格的规定”。2014年《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充分考虑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实施差别化落户政

策”,并且要求依据城区人口规模分类进行改革。据此,本文选取以下三组变量:第一组是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变量,包括:老龄化程度(65岁以上人口占比)、生育率、经济开放

度(用外商实际使用投资额占GDP之比来代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产

值占GDP比重。第二组是反映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变量,包括:中小学生均教育支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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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中小学教师学生比、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①。第三组是跟中

央政策有关的变量,主要是城区常住人口数的对数值②。人口相关变量来自人口普查数

据,其他变量来自CEIC。描述性统计详见附表A4。

本文设定以下面板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

thresholdc,t+1,t+n=γ0+θ'Zc,t+α'Ic+β'It+εct, (3)

其中,thresholdc,t+1,t+n是城市c时期t+1到t+n 期间的落户门槛均值。Zc,t是在每个阶

段基期第t年的三组变量。Ic 和It 代表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取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受限于人口普查数据,本文把1996—2024年分为4个阶段(1996—2000年,2001—2010年,

2011—2020年和2021—2024年),对应的变量取4个基期的值(1990年、2000年、2010年

和2020年)。1990年的缺失值以2000年及之前的数据近似代替,因为2000年之前的落

户门槛变化非常小。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各列结果基本一致。以第(7)列为例,对第一组变量,基期的老

龄化程度越高或出生率越低,意味着越缺乏劳动力,随后的落户门槛越低。经济开放程度

越高,则落户门槛越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类似(Tian,2024)。第二产业比重越高、第三产

业比重越低,则落户门槛越低,这可能与第二产业工业部门的多数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第

三产业更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有关(柏培文和王亚文,2023),第二产业比重高的城市可

能更倾向于降低门槛来吸引外地人口。

对第二组变量,中小学教师学生比越高,意味着教育的承载能力越强,则落户门槛越

低。而中小学生均教育支出对数值越高,意味着该城市的教育水平越高,则落户门槛越

高,但并不显著正相关。落户门槛跟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并不显著相关,主要因为户

籍并不限制跨市就医。此外,落户门槛与城镇登记失业率显著负相关。

对第三组变量,落户门槛与城镇常住人口数显著正相关,这也符合中央分类改革的要

求。利用修正的落户门槛值的回归结果见附表A5,结果类似。其中,落户门槛与出生率

的正相关性变得显著。

表6 落户门槛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1) (2) (3) (4) (5) (6) (7)

被解释变量:各阶段滞后期的落户门槛均值

老龄化程度 -1.028*** -0.945*** -0.699** -0.608*

(0.337) (0.364) (0.345) (0.367)

出生率 0.308 0.319 0.309 0.322

(0.254) (0.250) (0.254) (0.250)

经济开放度 -0.568*** -0.601*** -0.598*** -0.638***

(0.194) (0.205) (0.187) (0.196)

①
②

城镇登记失业率等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除以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从业人数之和。
城区常住人口数直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才公布,因此用城镇常住人口数近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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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7)

第二产业GDP占比 -0.217** -0.260** -0.254** -0.313***

(0.105) (0.107) (0.106) (0.109)

第三产业GDP占比 0.569*** 0.528*** 0.524*** 0.469***

(0.106) (0.107) (0.110) (0.113)

中小学生均教育支出对数值 -0.476 2.033 -0.338 1.953

(5.084) (3.458) (5.071) (3.510)

中小学教师学生比 -2.126** -1.783** -1.956** -1.850**

(0.828) (0.724) (0.841) (0.733)

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0.343 0.168 -0.136 0.329

(0.354) (0.286) (0.382) (0.272)

城镇登记失业率 -0.336* -0.412** -0.356* -0.437***

(0.190) (0.159) (0.184) (0.160)

城镇常住人口数对数值 5.641*** 4.265*** 5.247*** 4.778***

(1.516) (1.417) (1.494) (1.453)

City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899 0.888 0.888 0.900 0.900 0.889 0.901

N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注:*p<0.1,**p<0.05,***p<0.01。括号中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样本包括291个城市(直辖市和地级

市),不包括地区、州和盟。

五、政策含义和未来拓展

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存在“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两难困境

(程郁等,2022),甚至存在大量“愿落能落没有落”的案例。为了更好地构建全国劳动力统

一大市场,对高门槛城市,应不断优化积分落户政策或取消积分落户名额限制,直至完全

改为条件落户。在此基础上,逐步放松各种定量和定性要求,拓宽落户渠道,放宽人才落

户与购房落户;对低门槛城市,应着力改善公共服务,并消除可能仍然存在的隐性门槛,比
如针对租房落户,有的城市要求必须房东同意并且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这样的政策可以

考虑放松或优化。针对“愿落能落没有落”的情况,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在政策执行

和宣传,以及提供落户服务上仍有改善的空间。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第一,进一步研究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

公共服务质量和农地确权等,以及这些因素的动态变化及作用,这对于加快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推动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劳动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讨论有重要意义。第二,户籍制

度改革对缩小半城镇化率有直接作用,可以基于空间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户籍改革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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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空间配置、经济增长和福利不平等的影响。第三,在政策实施层面,需要基于微观数据

研究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的路径、影响和对策,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调查研

究隐性落户门槛;量化区县层面的落户门槛,以探究城市内部不同区县不同落户政策的异

质性及其影响。第四,针对城市落户门槛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因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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